
大型科技系統理論之評析：
兼論探索移入台灣之系統的幾個構想

張國暉

　　多個學術領域均認有必要對大型科技系統給予更多關注，即便目前

已有不少相關案例探索、概念建構及理論創造的發展。Thomas P. Hughes 
(1923-2014) 藉 1970 年代以來科技史新趨勢，並透過若干歐美電力系統案

例研究，提出一般性的大型科技系統理論。然而，Hughes 及延伸研究多以

歐美國家的科技系統為主，迄今少有非歐美國家經驗，更欠缺由此發展相

關概念與之對話。台灣目前已建構不少現代大型科技系統，許多係從國外

移入，不只系統的建構歷程與歐美經驗有異，在地脈絡更有相當不同特質。

特別因國家脈絡及角色的差異，使台灣的系統與社會之互動關係出現諸多

不同現象。本文旨在評析 Hughes 的大型科技系統理論在 STS 相關領域中

的發展脈絡、關鍵貢獻及後續啟發，先透過分析其與社會建構論的承繼及

聯繫關係、比較彼此異同，再探索其可對研究台灣大型科技系統的新議題

啟發，並藉此提供幾個考量本土脈絡後的研究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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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important way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 have explored the question of how 
society, city, the state or globalization is possible has been to investigate how large 
technical/technological systems (LTS) are built in these arenas. Drawing insights 
from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omas P. Hughes 
(1923-2014) established LTS theory by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hrough the case studies of how electric grids were created in Chicago, 
Berlin and London. His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LTS construction is 
a classic work in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and STS. Hughes’s research has inspired 
further research about how LTS produce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mpacts. However, 
Hughes’ LTS theory has not been applied to the non-Western world and its local 
contexts, social institutions,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 on. New theoretical concepts 
could be generated with LTS theory grounded in cases from the non-Western world. 
Based on these interest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offer some thoughts on how to study 
the transferred LTS from the West to Taiwan and what this might contribute to 
current research in LTS studies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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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若要回答當今「現代社會、都市、國家或全球化如何可能？」，

其中重要一環即需探索這些範疇的大型科技系統 (large technical/

technological systems, LTS)1 是如何地被發明、設計、建造、營運及

轉型等相關問題。同時，也值進一步關注的是，當大型科技系統

的陸續出現後，除預期功能外，它們常會對現代社會帶來許多不

確定或未知影響，如生活方式改變、治理制度調整或新風險出現

等。一般來說，大型科技系統通常意指當代基礎建設，提供能源

資源（如電力、水源等的生產及供應）、交通運輸（如捷運、汽

車、鐵道、航海、航空等設施）、傳播溝通（如電信、網路等服務）

等現今社會難以或缺的功能。不過，它們也可以是特定產業一環，

例如大型化工廠、煉油廠及採礦場等，另外也可以是一些傳統或

新興國家功能的升級展現，例如規模更為巨大複雜的軍事科技物

（如航空母艦）或科學探索設施（如太空梭、強子對撞機）等。2

基本上，大型科技系統的功能及目的越來越多元，不易一般性概

1　 Hughes (1994: 102-103) 曾 對 technical 及 technological 進 行 區 別， 前 者 主 要
指系統軟硬體，而後者則包含者更廣泛的社會意涵。有關大型科技系統中的
「科技」一字，他建議採用後者。不過，仍有許多研究採前者，例如知名期
刊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近年仍陸續有論文使用 technical (Geels, 
2007; Gökalp, 1992)，並有許多專書或專文亦如此 (Coutard, 1999; Summerton, 
1994; MacKenzie, 1992; La Porte, 1991; Mayntz and Hughes, 1988)，似已有其學
術傳統。另大型科技系統在某些情形亦有以 (complex) social-technical/techno 
systems (CST) ((Sussman, 2012; Emery and Trist,  1973)、technological regimes (Van 
de Poel, 2003) 或 technopolitical regimes (Hecht, 2009; 張國暉，2013) 等指稱，這
主要係因許多不同領域皆有對大型科技系統進行學術研究，各自發展出不同概
念及語彙，其中有許多部分應有重疊處，並可進行比較。

2　 請參考 Batteau (2010); Geels (2007); Hommels (2005); Coutard (1999); Bijker (1999); 
Law (1999); Latour (1996); La porte (1991); Hughes (1983); Callon (1980); Emery 
and Trist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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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但核心特徵可簡要歸結在它們多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範圍 (global 

in scope) 及可資全球性比較的結構 (global in structure)。前者意指

科技系統出現在全球許多地方並對許多人的日常生活帶來時間及

空間上的實質影響，而後者則是指科技系統本身的結構（包含組

織管理、人員編制、科技軟硬體等）具有相當大的規模，而在全

球中少見 (Gökalp, 1992: 58)。

　　因此，不令人意外的是，對大型科技系統的研究已是許多不

同學科的當代學術興趣之一，例如從都市研究 (Hommels, 2005)、

商業組織管理 (Coutard, 1999; Emery and Trist, 1973)、政治學及社

會學 (La Porte, 1991) 及工程學 (Sussman, 2012) 等角度檢視現代社

會中科技系統所扮演的自變及應變角色，而獲致豐富研究成果。

近年更出現有關科技系統的研究已可自成一科學研究領域的主張

(ibid.)。有關大型科技系統的社會研究，特別是在科技與社會研究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 及科技史的領域中，

自 1970 年代末知名科技史學者 Thomas P. Hughes3(1983) 比較研究

了英國倫敦、美國芝加哥、德國柏林等三城市電力科技系統後，

早已是重點研究課題之一，並成為經典 (Geels, 2007; Hård, 1993; 

Staudenmaier, 1985)。4 最近 30 年來，不只是大型科技系統的研究

3　 Thomas P. Hughes (1923-2014) 在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大 學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取
得 機 械 工 程 學 士 及 近 代 歐 洲 史 博 士 學 位， 曾 任 美 國 賓 州 大 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科 學 史 及 科 學 社 會 學 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系主任及特聘教授，並在此退休。他是知名科技史學會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SHOT) 創會會員，並曾擔任會長及該學會期刊 Technology 
and Culture 編輯顧問。他也擔任過許多知名科技史、科學史、科學哲學及 STS
期 刊 如 History and Technology、ISIS、Science in Context 等 編 輯 委 員。 除 本 文
介紹之學術著述外，Hughes 的其他著述、學術榮譽、學術職位等，詳請參考
https://hss.sas.upenn.edu/people/hughes （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5 日）。

4　 除科技史外，有關大型科技系統的人文社會研究還有從科學哲學（如 Winner, 
1977, 1986; Feenberg, 199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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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增多增廣，5相關概念的討論與延伸也越趨深入與豐富。6然而，

從這些研究可發現利用 Hughes 相關觀點檢視非歐美國家大型科技

系統仍屬少見，7 遑論鎖定在台灣。

　　若以前述一般認同的大型科技系統種類來看，目前台灣已有

不少，諸如電力、交通、電信、資訊及石化產業等。基本上，台

灣過去或現有的每一種大型科技系統都值得從不同學術角度探索，

但若由 Hughes 相關觀點檢視，或許更能揭露科技系統與在地社會

的互動過程。亦即得一方面解釋科技系統的內涵（如規劃、設計、

營造及營運等）是如何受到社會的影響，另一方面探索社會（如

治理制度及都市設計等）後來又如何因應成熟科技系統而改變，

甚至是受到牽引或侷限。本文旨在評述 Hughes 的大型科技系統理

論在 STS 領域的發展脈絡、關鍵內涵及後續啟發，分析其與社會

建構論的承繼及聯繫關係，並比較其差異，再藉此為基礎而進一

步討論其可能對研究台灣大型科技系統的新議題啟發。

　　Hughes 的經典研究可說是研究當代大型科技系統的重要指

引，並啟發若干後續重要研究，但當前利用 Hughes 觀點檢視非歐

美國家大型科技系統建構及其與社會相互型塑的研究仍缺乏，應

有必要進行深入探索。這是因為一方面非歐美國家大型科技系統

發展潛力旺盛，而相對的現象觀察卻顯缺乏；另一方面，非歐美

國家的大型科技系統之建構型態，顯與歐美國家不同，應值得進

一步進行概念的比較與發展。再者，非歐美國家建構出大型科技

系統之後，其對在地社政經及都市制度等之互動方式與影響型態，

5　 請參考 Geels (2007); Bijker et al. (1999); La Porte (1991); Mayntz and Hughes (1988); 
Callon (1980). 

6　 請參考 Geels (2007); Hommels (2005); Van de Poel (2003); Bijker (1999); Law 
(1999); Perrow (1999); Latour (1996); Hughes (1994, 1986); Summerton (1994); 
Staudenmaier (1989, 1985).

7　請參考註腳 5 及 6 所列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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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相當程度觀察。其實，目前已有若干研究從特定角度檢視非

歐美國家大型科技系統。例如，航空科技系統的風險分析研究指

出，相對於歐美先進國家，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航空運輸量

較低，但這些區域的空難事故機率卻較高。經深入檢視這些空難

事故原因，發現某些在地管理文化、利潤價值選擇或產業治理政

策等會提高航空科技系統的風險 (Batteau, 2010; Tai, 2013: 589-594; 

Hänninen and Laurila, 2008)。這些研究提供許多值得探索的議題，

但應仍有相當空間還可資拓展，而基礎之一應可是對非歐美國家

大型科技系統的建構及反身性影響提供更多的一般性認識。

貳、STS 對「科技與社會間互動」
及「大型科技系統」的研究認識

　　STS 並非最早對大型科技系統產生研究興趣的學術領域，目前

也不是唯一，因為已有不同學術領域以不同詞彙指稱。若暫不提

其他學科，基本上 STS 對大型科技系統的認識基礎，主要來自科

學史及科技史領域的發展背景及趨勢。如同科學史學界約從 1960

年代跳脫內部史觀點 (internalist history) 的侷限時，科技史學界也

基此重新檢討自身發展，不再只專注成功科技家及科技物。不過，

當科學史迎向脈絡史 (contextual history) 取向時，科技史強調科技

與社會之間的互動 (interaction)，而不只是科技對社會脈絡的依賴

(Hughes, 1986: 282-285)。因此，相對於「科學」與社會之間強調

的脈絡依存關係，「科技」與社會之間更關注彼此相互型塑的動

態及影響 (ibid.: 28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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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與社會的交織」及如何對其研究的交織

　　科技史著重「科技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面向的趨勢可說明確，

然而對「如何互動」的內容應包含什麼，除了科技史之外，還有

科技哲學及科技社會學加入關懷行列，且彼此之間相互影響。基

本上，科技史及科技哲學回顧馬克思傳統帶來的一種啟發，「若

石磨帶來封建領主的社會，蒸汽機則帶來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8

亦即，當代科技發展已有能力強制 (impose) 或強行 (enforce) 形塑

出一些特定且關鍵的社會現象及政治特質；像石磨及蒸汽機即所

謂科技，它們不只是生產機具，還會強行帶給社會一個新興權力

階級，從而改變原先社會的階級構成。所謂強制及強行意指社會

行動者無法阻礙或介入科技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力，因為科技可

實質地讓社會自我設限而不往若干方向發展，也可能誘使或迫使

社會往特定方向。於是，像是封建領主或資本家之階級難以避免

地浮現，隨後漸掌統治權力，造成一些前所未有的政治及社會現

象。科技或機器已變成歷史的主要驅動力或製造者，而不只是少

數人物或其他如自然、地理環境或社經制度等才有這樣的能力。

這樣有關科技對社會進行型塑的現象，即被化約所謂科技決定論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的 概 念 (Heilbroner, 1967; Smith and 

Marx, 1994)。

　　以上強制或強行的概念，Bimber (1994)以法則性 (nomological)

8　 原文“The hand-mill gives you society with the feudal lord; the steam-mill, society 
with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t.”，出自馬克思的 Poverty of Philosophy。Bimber (1994)
分析指出不宜將馬克思認為科技決定論者，馬克思的這句話需要更多脈絡的認
識，始可充分理解。本文受限篇幅，如欲探索馬克思對科技的看法，敬請參考
Bimber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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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決定論將之類型化。科技決定論有時也意指科技發展的線性

觀 (Feenberg, 1999: 77; Heilbroner, 1967)，亦接近法則性概念。亦

即，科技發展是歷經基礎科學研究、應用研究、產品發展、生產

製造、市場行銷及消費使用等階段，缺一不可且無法跳躍，自始

至終均有跡可尋，並得預測。這是一種科技發展的應然及必然，

也就是科技有其命運，也依照命運的指示發展。以上兩個法則性

科技決定論的內涵是一體兩面，畢竟線性觀即蘊含了強行、單向

及機械性等決定性特質。此外，Bimber 指出科技決定論還另有規

範性 (normative) 及無法預期性 (uncertain/uncontrollable) 等兩類。

前者意指科技帶來的效率或經濟價值，會取代其他價值而成為最

高且唯一的價值，例如 Leo Marx、Lewis Mumford 或 Jacques Ellul

等的論著。9 後者則是指科技將自動地帶給社會無法預期的結果

(outcomes)，人類無法對此控制，僅能被動接受科技的決定，例如

Winner (1986, 1977)。基本上，Hughes 所談的軟性科技決定論（如

下述）與 Bimber 所提的法則性接近，較著重科技在強行或強制的

特質。

　　雖然某種程度來說，科技決定論如同其他馬克思理論的觀點

（如歷史唯物論等）多被視為頗為極端，但迄今仍具一定解釋力。

例如電腦、網路、手機等科技已對世界各地社會帶來極大影響及改

變，無論是在社會行為、組織、產業發展及權力結構等層面。然而，

在型構「科技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內容上，Pinch and Bijker (1984 

[1999]) 另提「科技的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途徑來理解科技，著重以社會學的角度檢視互動。類似前

述科技史受科學史新學術發展趨勢的影響，Pinch 及 Bijker 援引當

時新興之科學知識社會學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

9　 請參考 Marx (1964); Ellul (1964); Mumford (1934 [2010]).



大型科技系統理論之評析：兼論探索移入台灣之系統的幾個構想  　99

所提「科學的社會建構論」論證，主張技術發展也是一種社會建

構過程。SCOT 同時挑戰前述法則性科技決定論觀點，不僅拒絕線

性模式，也拒斥強行及單向的概念。他們主張科技物的發展過程應

是一種歷經不同「變異型」出現及一連串「選擇」過程的交錯結果，

也就是一種多方向模式 ( 有可能是經濟效率或文化傳統等原因，不

以理性原因為限），且沒有像是線性觀的科技發展終點。研究者

必須同時對稱地關照成功及失敗的技術發展過程，而且揭示其中

沒有箭頭符號暗示特定的目的性、因果關係、時間順序或演進方

向等（張國暉，2011a：179-180；Feenberg, 1999: 83-84）。

　　Pinch and Bijker (1984 [1999]) 的 SCOT 精彩論證腳踏車科技

的發展，後來並啟發眾多「科技與社會之間的互動」研究，解釋

力受到普遍肯定，成為經典的科技社會學理論。然而，SCOT 自

1990 年代起，卻陸續受到被冠以社會決定論 (social determinism)

或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vism) 的質疑，亦即科技的意義

在 SCOT 的解釋下，都由社會或利益團體所充實，科技不過是社

會（如衝突、妥協、競爭、合作等）的再現，科技物本身並未被

賦予能動性地位。此外，雖然 SCOT 是一種社會學理論，但也還

受欠缺考量社會結構的質疑，過於強調相關社會團體的互動，而

未見後設環境結構及科技內生政治特質等可能對科技造成之影響

(Klein and Kleinman, 2002)，甚至引致「SCOT 看似打開了技術的

黑盒子，但卻發現裡頭是空洞的」之嚴厲批評 (Winner, 1993)。雖

然 Pinch 及 Bijker 後來也回應了這些批評，並做出若干調整，但仍

被視為不足（張國暉，2011a：183-193）。

　　雖然遭致許多批評，但科技決定論及 SCOT 仍多被視為有效

的理論途徑，因為藉這兩者理解科技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仍能揭

露豐富現象及獲得深度解釋。然而，這兩者各自過於偏往科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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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決定論傾向，在若干關鍵層面上南轅北轍，不易整合起來

以容納彼此，進而難以構成更普遍理論的可能。張國暉（2011a：

189-191）分析指出：雖已有若干 STS 研究者嘗試統整這兩方理論

的工作，但因涉及層面廣泛，目前仍屬觀點提出（如Edwards (2003)

以巨觀、中觀及微觀等三層次建立科技研究架構）階段，尚未有

特定觀點獲學界普遍肯認，難以形成所謂學派而進入更深的概念

及理論型構階段。

　　此外，這項不容易的工作因學術領域的不同更形困難。科技

史學者雖多對科技決定論保持一定距離避免陷入極端，但基本上

仍帶有較明顯色彩，例如 Hughes 仍常被認為（或誤解）是科技決

定論者。亦即，他們關注焦點集中在：科技應被視為一種具有規

約及改變人們及社會制度如何行為的強行力量，而這樣的看法也

引起一些科技哲學家如 Winner (1977, 1986) 及 Feenberg (1999) 等

的相似共鳴。我們亦可以透過一些探討「科技與社會之間如何互

動」的專書看到這樣的趨勢，如 Smith and Marx (1994) 及 Misa et 

al. (2003) 等。另一方面，從社會學的角度檢視，Pinch (1996) 曾表

示，當初 SCOT 本就是以一種提供另一個研究方法的選擇，並沒

有嘗試取代其他技術研究方法的企圖。Pinch 及 Bijker 著重的是把

技術內容及細節作為研究標的，並以社會學的途徑切入，而這是

SCOT 初衷。SCOT 應從方法論的角度理解較為適當。就此，科技

史、科技哲學及科技社會學的學者們在探討「科技與社會之間的

互動」上有不同的哲學關懷取向。當社會學家偏好尋求科技的社

會性解釋時，科技史學家並沒有這樣的自許承諾 (Law, 1999 [1987]: 

113)。不過，還值說明的是，不同領域的學者其實也都知悉並肯認

其他領域所做的解釋力，否則 Pinch 不會有上述般將 SCOT 保留為

一種方法的觀點，而科技史學者如 Hughes (1994) 及科技哲學家如



大型科技系統理論之評析：兼論探索移入台灣之系統的幾個構想  　101

Feenberg (1999) 也否則不會著墨他們與科技決定論保持相當的距

離，並嘗試與社會建構論對話。

二、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ANT)10  

　　基本上，對於應如何探索「科技與社會之間如何互動」及更

歸根究底地探索科技的本質為何等問題，長久以來不易脫出上述

科技決定及社會建構等兩途徑的分立，進而逐漸變成關鍵學術難

題。就此，Latour (1992, 1993) 另闢蹊徑，嘗試利用 SSK 將「人」

與「物」給予對稱化的社會建構論點，消解這個分立難題。亦即，

他主張無論是「人」或「科技物」應都具有能動力，均可為對方

給予設定 (norms) 或附加義務 (obligations)，進而對彼此發生作用、

造成變化，並如 John Law 所說的不是彼此「用以解釋的資源」罷

了（林文源，2014：39-40；Feenberg 1999: 84）。Latour 爭論科

技物應被視為具有權利 (rights)，就像是可組成國會 (parliament of 

things) 一般，會產生社會行為（規約、限制、要求等）的作用，

與「人」形成一連串的網絡互動，以此為 ANT 基礎構想。雖然同

源於社會建構論，ANT 與 SCOT 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並不認為從

「社會性 (the social)」途徑解釋科技發展具有特權 (privilege)(Law, 

1999 [1987]: 113)。

　　Latour 看似僅援引新概念來觀照不同現象的學術創新，但其實

更是一種發明。他將人 (humans) 與非人 (nonhumans) 對稱，同樣

賦予能動性（人是 actors，非人是 actons），加以等同對待，似乎

10　 由於篇幅有限，且為靠攏本文科技系統之主題，有關理論的簡介及分析鎖定在
Latour (1992, 1993)。若讀者對該理論內涵及本土應用有進一步興趣，請參考
Latour (2005); 林文源（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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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簡易單純的想法，但卻變成一個得以撐起重新認識全世界的

小支點，因為由此將可挑戰何謂現代性的哲學基礎。Latour (1993)

大膽論證「我們從未現代過」，因為二元「人」與「物」對立分

類的本體論及知識論傳統始終沒有改變，從而限制我們挖掘及理

解更深刻的現代世界。現代早已因「物」（特別是「科技物」）

的大量且快速的出現而來到，但現存本體論卻顯示我們（人）未

曾現代。倘若「物」的權利及代表沒被肯認並加以再現，我們何

以證明自己脫離傳統及自稱是現代的？

　　由此，Latour 論證究竟「科技物」如何與人建立關係，從而

消解了社會建構論的決定論色彩。Latour (1992) 給予許多例子闡

釋 ANT，這些例子中的科技物多是常見，但卻被忽略它們的行動

地位，例如自動閉門器。一般來說，貼在門上的提醒紙條通常不

若自動閉門器有效率，也就是後者可更受信賴完成使命，讓自動

閉門器達成一種社會意欲。社會意指為多數人，而意欲則是指被

普遍認同應出現的事，這裡的社會意欲可說是「道德義務 (moral 

obligation)」。因此，自動閉門器並不能僅被視為是內含彈簧等

「物」的集合及相關機械原理之運作，也不應僅被視為一種功能，

因為它使社會意欲成為可能，然後承載之，故含有道德。亦即，

自動閉門器是文化系統的一部分，有了它之後，即能比紙條或口

頭提醒更有效完成功能，而這樣的功能可說是因此才能被人普遍

認同，進而使人所（不論樂意或強行）接受，變成義務。其他還

有像是不成比例的旅館鑰匙圈、汽車乘員安全帶、道路號誌、道

路減速丘等科技物，也物質化 (materialize) 了社會價值。

　　基本上，Latour (1992) 認為科技物會施壓於人，它的物質性

（物理特質及經過設計）限制社會意欲，例如期待有每公升汽油

可行駛 300 公里遠的內燃機引擎是不可能的。同時，科技物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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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使某些義務成為可能，這並不是說義務先於科技物存在，而

科技物只是將原有義務達成；反倒是科技物的物理特質及經過特

定設計後，引發、型構或與若干已有社會價值互動，進而出現義

務，型塑人的行為。

三、大型科技系統理論

　　在「科技與社會間互動」基本取向上，ANT 及 Hughes 分別

源自圍繞著社會建構論及科技決定論的爭論，一方面強調社會

如何地建構出科技（物或系統），另一方面也著重科技（物或系

統）具有參與塑造社會的能動性。此外，兩者更相互支援。例如，

當 ANT 肯認 Hughes 所啟發的網絡 (networks) 概念時 (Law, 1999 

[1987]: 112-113)，Hughes 也指出大型科技系統理論所指的「系統

創建者 (system builders)」與 ANT 所提「異質工程師 (heterogeneous 

engineers)」的內涵接近 (Hughes, 1999a [1987]: 52)。有關這些概

念，下節詳述。不過，他們的研究興趣及取向不同，當 Latour 探

索關係的哲學本體論基礎時，Hughes 研究長時間演化的互動過程

及現象。就 ANT 來說，科技物及行動者在以聯盟 (alliance) 或組

合 (assemblage) 為形式的網絡中，透過旨趣連結以滿足不同科技物

及行動者各自需求（陳宗文，2016：15）。ANT 的關鍵在指出一

種關係性萌生，科技物及行動者共同合作，中介彼此的存在，且

不只這兩者沒有先驗性，連社會也無，因此所謂主體、客體或社

會，是異質或多元行動體所中介構成（林文源，2014：41-44）。

另一方面，Hughes (1994: 105) 雖也使用社會建構論的「社會科技

(sociotechnical)」概念，認為社會及技術無法拆解，並可做為認識

「科技與社會間如何互動」之普遍性概念，但除 ANT 的網絡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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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特定的聯盟或組合意涵，而不是連結互動之義外，更還涉及

本體論的新見解，不只行動者、社會及技術間是無法拆解地相互

影響（亦即仍有彼此區分，但相互影響），更指它們本應是同一（林

文源，2014：45-49）。

　　不過，即便 Hughes 與社會建構論同用社會科技一詞，他同

ANT 卻都不認為「社會性」的解釋具有特權，但必須注意的是他

們的理由不同。Hughes 的社會科技所指的是科技系統（含整個及

所屬各子系統）在長期發展下會不斷且緊密地鑲嵌著社會（制度、

組織、行為、文化等），而後使科技系統漸具能動性（如出現科

技動量及軟性科技決定論等現象，見下小節詳述），再反身地對

社會及其他科技系統產生影響。對Hughes來說，社會建構論的「社

會性」因素居科技發展的唯一解釋之觀點，並不能充分說明科技

系統的發展。另一方面，ANT 也認為「社會性」解釋途徑的不足，

但這主要是因為 ANT 如前述主張科技物與行動者的聯盟或組合網

絡及在本體論上的創見，而社會建構論及 Hughes 都沒有發展這樣

的觀點。

（一）擷取及創造社會建構論資源

　　若更仔細觀察，就研究取向來說，相對於 Latour 的另闢蹊徑，

發展大型科技系統理論的 Hughes 經與歐洲的科技社會學家（如前

述 Bijker、Law、Latour 等）頻繁接觸後，並且開始合作編著專書

(Bijker et al., 1999 [1987])，越來越清楚地指出其與社會建構論的

相近處及聯繫處，並在共同肯認的範疇內進行概念對話，且將此

引入他的科技史著作中 (Staudenmaier, 2001: xiv-xvi)。這與早期科

技史學家多以人物為主軸，而較未對發展普遍性概念及理論給予

興趣的傾向相當不同。另外，雖然 Hughes (1969) 曾以納粹政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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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製造業之關係為題提出科技動量概念，並因此被認為陷入科

技決定論，但 Hughes (1999a [1987], 1986, 1989, 1994) 後來多次直

接以科技動量及其延伸的概念為寫作主題，藉著與社會建構論的

交流，使自己相關概念的定義及辯證更清晰，而主張軟性科技決

定論 (soft determinism)（下小節詳述）。

　　就理論內容方面，相對 SCOT 及 ANT 學者來說，Hughes 的

研究興趣偏向專注在「大型」科技系統，所謂的大型如前述具全

球性影響的範圍及可資全球性比較的結構等兩特質，我們可從

他的實證研究看到這點 (Hughes, 1971, 1983, 1998, 1999b)。其實

Latour (1992) 也強調系統的概念，如在提出汽車安全帶、道路號

誌及道路減速丘等科技物時，指出它們背後的政經制度及社會環

境如何提供孕育的機會。不過，與 SCOT 或 ANT 相較，Hughes

的研究標的偏在繁複至全球規模的科技物集合。然而，「時間」

更是 Hughes 研究的關鍵變項，著重科技物與社會環境及政經制度

的長期演化，而演化目的在追求當地前所未有的科技功能。其中，

如同 SCOT，演化並非演進，在長時間過程下，最初目的或有改變

或更為複雜，不同地方的演化也隨著地方脈絡而有所不同，形成

平衡穩定。再者，大型科技系統所指的演化與一般生物學的演化

有所不同，就 Hughes 的演化來說有趨於穩定及達致最終的特性。

有關這樣的穩定及目的論的演化說法，帶有演進之嫌，引致批評，

後文再詳述。

　　此外，「長期演化」也體現 Hughes (1986: 287-290) 所強調

的網絡特質，這點與 ANT 接近，著重在各不同人與物的雙向互

動，但更指出網絡係基於長時間的作用。不過，在雙向互動之

外，ANT 更強調物在科技發展過程中的關係性，它得如前述般對

稱地發起作用。最後，Hughes 所談「科技與社會間互動」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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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同 Latour 都重視科技物當時制度及環境之外，也蘊含文化及

歷史等長期脈絡的作用，而這也是基於 Hughes 看重時間因素。此

點較清楚地出現在 Hughes 的研究，而非 ANT 或 SCOT。例如，

Hughes (2004 [1989]) 主張在種種不同型塑美國這個國家的關鍵因

素中，科技比政治或自由市場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有關這部分

科技與文化脈絡互動的看法，後來還成為 Hecht (2009) 研究法國核

能科技系統的重要啟發來源之一，後文詳述。

　　在 Latour 根基社會建構論另闢本體論蹊徑，而 Hughes 科技史

研究則擷取社會建構論及其後來發展的 ANT 等資源，兩者雖仍有

相當差異，但亦無法排除融合或進一步相互補長的可能，畢竟兩

者立基在相當程度的社會建構論資源上。因此，以 Latour 及 ANT

的觀點加入長時間演化之因素探索大型科技系統，或許會是一個

探索互動的可能途徑，未來似有發展空間，也許值得另文研究。

（二）軟性科技決定論

　　基本上，在科技與社會間「互動」基底上，Hughes 本身及後

來許多運用大型科技系統觀點之研究，經初步分析其關懷重心應

可包含有「大型科技系統的建構」與「已建構的大型科技系統與

社會的互動」兩個層面。此兩個分類的用意僅指側重，但非互斥。

事實上，這兩類的研究常相互穿插，但仍有重心的差異。首先，

「大型科技系統的建構」關注系統如何通過一連串（但不一定連

續）的發明 (invention)、發展 (development)、創新 (innovation)、

科技移轉 (technology transfer)、科技風格 (technological style)、

成長、競爭及鞏固 (growth, competition and consolidation) 等階段

(phases)，最後出現一種難以變換方向及趨緩能量的現象，進而對

本身及社會其他系統、團體及個人等，發揮一種所謂軟性科技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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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論的作用 (Hughes, 1999a [1987]: 54-55)。

　　軟性科技決定論與科技動量 (technological momentum) 的概念

極為相關，當科技動量足夠大時會出現軟性科技決定論。Hughes 

(1983, 1999a [1987]) 利用物理學概念啟發指出，當大型科技系統

的建構歷經前述幾個階段，從浮現到穩定而生產「動量」時，將

如物體在擁有動能後而繼續原有的軌跡 (trajectory) 往特定方向移

動 (MacKenzie, 1992: 32)，而具能動性去塑造社會（但非決定性），

發揮所謂軟性科技決定論的作用。至於科技動量的內涵 (Hughes, 

1999a [1987], 1994)，可分幾個層次來談。首先，大型科技系統經

長時間發展到成熟階段後，已漸具獨立其外在環境影響的能力，

也就是對自身接下來的發展更具決定性；反之，越年輕的大型科

技系統則越受外在環境影響，甚至是受到介入。其次，科技系統

的獨立能力來源主要是經過越長時間經營成熟後，系統本身的層

級組織特質越強，甚至出現官僚體制現象。第三，當大型科技系

統越趨成熟，越會對系統外的其他系統、團體及個人等發揮作用，

亦即具牽引力而得回饋重構個人認同、社會、都市、國家，甚至

是全球化的內涵。最後，即便是相當長久的大型科技系統，其科

技動量如物理動量一般，並非不可抵抗，而這點也充實何謂軟性

的意義。

　　不過，相對於建構過程中系統與社會的互動，Hughes 並未對

軟性決定後「已建構大型科技系統與社會的互動」給予相當程度的

著墨，而這部分有許多的發展由其他學者充實。他們或受 Hughes

的理路啟發而進一步創新（如 Hecht），亦或不滿足於 Hughes 而

擬修正或填補若干空間（如 Geels、Van de Poel 及 Hommels）。此

外，也還有若干社會建構論者經調整自身論點後，也加入探索此

一相近主題（如 Bijker 及 ANT 學者），但他們不見得與 Hughes

有實質承繼或對話。這些發展的評述將在後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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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Hughes 大型科技系統的理論及延伸

　　Hughes 約從 1980 年代中起，多次以概念發展為主題撰文分

析科技與社會間互動，這些概念如科技動量、無縫網絡 (seamless 

web)、戰線缺口 (reverse salient) 等，發表在科技社會學及科技史

專著或期刊中。雖然這些概念在他更早之前的作品已提出 (Hughes, 

1969, 1971, 1983)，但系統性的概念分析及釐清，卻是透過與前述

歐洲科技社會學家的對話進行 (Hughes, 1986, 1999a [1987], 1989, 

1994)。當然，Hughes (1994) 有相當部分的概念分析其實是在質

疑科技決定論，並同時修正及援引社會建構論，透過分析 SCOT

及其缺陷，而主張自己的概念更妥適。再者，如同歐洲科技社會

學家，Hughes 的田野研究相當豐富扎實，並不遑多讓，成為與

他們進行概念比較的基礎，進而點明自己的概念優越處。其中，

Hughes (1983) 最負盛名的經典實證研究，即在比較美國、德國及

英國的電力科技系統。此外，他後來也還有對其他大型科技系統如

美國網路系統及波士頓都會高速公路隧道計畫的實證研究 (Hughes, 

1998)。因此，為利清楚 Hughes 的研究，下文以簡介電力系統的

經典研究為主，之後再以他 1980 年代中後發表的概念性論文為主

體，因為這些論文除包含基於實證研究所建構的概念外，更與科

技社會學進行對話，也因此以下有關他的大型科技系統理論之內

容評述，將以這些論文為主軸。

一、Hughes的電力系統研究

　　從 Hughes (1983) 探索英國、德國、美國電力系統的經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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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為起點觀察，大型科技系統之所以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產生動能

即因它在經過發明、創新、適應、移轉等階段的同時，越來越與

社會緊密相互鑲嵌在一起，彼此的連結產生了進一步的系統與社

會共構之穩定，而這樣擴增的穩定則代表了蓄積更強勁的動量。

Hughes (1999a [1987]: 51) 認為所謂科技系統包含了繁複、龐雜

及種種解決問題的元件 (components)，這些元件除指各種科技硬

體外，還有組織管理、法令規則及所需資源等，它們組合起來

以達成共同的系統目的 (common system goal)。由於不單指涉硬

體，Hughes (1994: 102-3) 建議大型科技系統的「科技」一字應採

「technological」，主因在其蘊含前述社會科技 (sociotechnical) 之

意，而非「technical」所能含攝。以電力科技系統為例，建構科技

系統的工程師們，不只是研發了發電機、變電設施及電力傳輸線…

等科技設備，更是建立了組織及管理，還有設計製造流程及擬定

商業策略，並付諸執行。基本上，Hughes (1999a [1987]: 52) 認為

後者才是科技系統重心，因為這些組織及管理工作在在需要系統

建構者的社會能力，才能把基礎設施（或科技系統）與社會脈絡

相互協調及結合。因此，大型科技系統可說是社會所建構 (socially 

constructed)，其之所以得在社會當中打造及生存的關鍵，除了系

統設備本身之外，更在於社經脈絡的營造與相互配合，彼此間成

為無縫網絡，所以美國、英國及德國的電力科技系統建構，其實

更是反應各國所自有的政治、地理及社經制度條件 (Hughes, 1983, 

1986)。

　　較具體來說，大型科技系統充滿著社會鑲嵌，表現在幾個層

面上。首先，若干民間製造業者開始聚集起來，它們開始對資源、

勞工及廠房投資，以便生產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及工具等。再者，

教育機構開始教導新科技本身及如何操作的知識，公民營研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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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也被建立起來協助解決關鍵問題。最後，越來越多科學家、工

程師、技術勞工及經營管理者對新技術從事更多投資，包括知識

獲得、技術精進、訓練研習、生產設備等 (Hughes, 1983: 140)。

大型科技系統起初的發展，需要業者匯集、教研投入及投資配合

等。不過，若觀察更仔細些，可發現為何柏林的電力系統較為成

功的原因，在於投資配合這方面同時包含業者及市政府彼此間的

交互投資，而這樣的投資不只是資金及人才交流，更在於兩者共

同型塑了電力系統的管制政策。當政府是一個有效率、理解科技

系統且具電力產業政策策略的管制者時，業者則在金融、銀行及

政府資助下發展出良好的公司治理及技術研發 (Hughes, 1983: 175-

200)。

　　雖然 Hughes 討論「大型科技系統的建構」時，不斷強調過程

中與社會的緊密互動，而排斥系統軟硬體的打造獨立於社會的看

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型科技系統本身仍是故事主角，自有其

演變的過程，有異於 SCOT 以社會團體為中心的觀點。大型科技

系統建構過程中的科技與社會之要素會分別在不同的階段出現不

同程度、方式及內容的互動。這些階段是以一種「型態」(pattern)

的概念串接，而不是「模式」(model)。所謂「型態」強調的是寬

鬆並可解開，這些階段並不是按有一定順序，且有可能在過程中

同時出現幾個階段，甚且這些階段是可逆的。然而，發明及動量

應是大型科技系統建構過程中最先及最後必會出現的階段。例如，

在大型科技系統尚未成熟時，可能在創新或發展階段時即產生少

量的動量，但待其成熟的特徵即是必然具備相當高的動量，而這

樣的高動量有可能伴隨再進一步的創新，但也可能沒有 (Hughes, 

1999a: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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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ughes對大型科技系統建構過程的概念化

　　「大型科技系統的建構」之各階段均有若干特質值得注意。

首先，發明必須是獨立且專業，所謂獨立指發明者不受既定的限

制。例如可挑選其想解決的問題或對問題的定義有新的看法等，

且有能力擺脫或轉化當前組織資源（如現有實驗室）的束縛，就

是發明者常可主控特定的研究設備或實驗室，得獨立思考及行動。

不過，獨立必須搭配專業，要能長期性的追蹤與探索，甚至具發

表專業研究論文能力，以文字具體化過去文獻的忽略或錯誤，而

指明研究問題的脈絡。否則就會像是業餘發明家，因為業餘者在

選擇問題時多未具專業上的理由，常只是靈感乍現，而業餘發明

通常不會朝向發展出大型科技系統 (Hughes, 1999a [1987]: 57-62, 

1999b)。其次，發展階段則是一種讓發明得以存活下來的活動，將

發明轉化為市場或政經等社會條件所能接受的企圖，再進一步帶動

專業分工，藉組織擴張以發展新科技發明與社會之間的介面。此

外，在發展階段中，通常發明也仍在持續，因為發明必須延伸以

因應政治、經濟及社會等的條件，而這個階段也因此讓科學研究

者、工程師、發明者、管理者等身份界線逐漸模糊 (Hughes, 1999a 

[1987]: 62-64)。

　　第三，大型科技系統建構過程中的創新，則是意指將發明及

發展的科技物轉變成一套複雜生產及利潤系統下的產品，建構出

製程、銷售及服務提供等的具體設施。這些設施的建構不僅需要

繼續仰賴發展階段的各種行動者共同投入，也還需要他們一起合

作檢視及找尋其他產業現有的資源，以利建構出生產體系。當然，

發明者也會選擇由自己創建生產體系，轉身成為製造業者，因為

現存者可能無意願或能力投入新科技。通常進入創新階段後，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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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製造體系的成長，發明者所扮演的重要性會逐漸降低，轉由專

業管理者來面對製造體系的關鍵問題並加以解決 (Hughes, 1999a 

[1987]: 64-66)。第四，科技移轉通常會出現在創新階段後，但不

以此為限。當製造體系有新舊要素共同投入而越趨複雜至相當程

度後，其成長幅度轉為平緩，但若新科技發明面臨移轉需求時，

則會出現來自新時空環境所帶來的新困難，使得製造體系必須改

變，進而讓新科技發明適應新時空環境。較具體來說，新環境通

常意指不同的管制規定、市場要素、地理及社會環境等，但通常

多以前兩者為主 (Hughes, 1999a [1987]: 66-68)。

　　第五，也值得一提的建構階段則是科技風格，通常在指新科

技適應新環境的最高峰。這樣的最高峰並不是意謂新科技適應了

前述幾項新環境挑戰的完美趨近性，而是指適應到了一種國族性、

地域性或個人性的特質。科技風格頗帶有藝術或建築設計理念的

意味，如同彩虹較不易捉摸而難具體點明。以電力科技系統為

例，倫敦、柏林及芝加哥在電力生產量及發電科技水準上，並未

有太大差異，然而柏林與倫敦的差異之一在前者僅有約 6 家電力

公司，而後者卻有約 50 家，其中緣由需推敲兩城市不同的發展特

質 (Hughes, 1983)。基本上科技風格比發展及創新更帶有社會建構

的色彩，也就是在諸如管制規則及經濟成本計算的社會要素之外，

大型科技系統還帶有來自脈絡所型塑的風格。這些脈絡如了前述

幾種特質外，還有可能來自於自然地理環境及文化歷史等的影響

(Hughes, 1999a [1987]: 68-70)。

　　第六，有關大型科技系統建構過程中的成長、競爭及鞏固等

階段。成長並非意指製造體系的複雜性提高，而是新發明科技產

量及利潤因規模提升而增加。通常來說，成長是來自於經濟規模

的提升，但需注意是這並不一定完全是用在大型科技系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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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除了經濟因素外，技術及其他社會要素都會參與型塑科技系統

(Hughes, 1999a [1987]: 71-72)。到了大型科技系統的成長階段中，

Hughes (1983) 提出一個軍事比喻的「戰線缺口」概念說明其發

展特徵。他指出系統在成長階段時，基本上已經相當成熟，但仍

有機會面對新興、重大或意外的挑戰，而此時如同戰爭前線面臨

缺口問題。這樣的問題必須以一系列的連串性問題來看待，而解

決方法的方向是必須重整整個軍隊／系統的軟硬體及其與環境之

關係。戰線缺口指一種高度複雜情形，在這當中，個人、團體、

歷史及其他因素都有不同但實質的影響力。戰線缺口不同於瓶頸

(bottleneck) 及失衡 (disequilibrium) 等概念，因這兩者的挑戰僅在

於刺激改善內部元件或組合，多指硬體性的改變，以便突破瓶頸

或恢復平衡。然若大型科技系統無法解決戰線缺口的挑戰，將會

引起新的競爭，不過如果能過挺過，則越能鞏固系統，最後孕生

出前述所指的動量 (Hughes, 1999a [1987]: 73-76)。

　　最後，誠如前述，動量是大型科技系統建構最後一定出現的

階段，除了此時系統必須歷經若干戰線缺口挑戰外，一個重要的

特徵即是系統的眾多行動者，（如發明者、製造業者、專業經理人、

銀行投資者、政治人物、行政管制者、公民營研究機構、專業科

學及科技學會、其他產業業者等），除有外在可見的專業及層級

節制的分工，也分別各有內在隱含的脈絡結構性之外，更重要的

是他們均能從系統當中獲益，且是系統越成長則越多。這樣的現

象，明顯地說明了科技並不是應用科學 (applied science)(Hughes, 

1999a [1987]: 55, 69, 77)，反更像是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同時，

這也透露科技系統的組織較一般官僚組織更為龐大及穩定（甚或

僵固）(Hughes, 1994: 113)。

　　此外，可觀察到的是現代大型科技系統通常也暗示資本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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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因為資本分配及累積等多是不同行動者所共同追求，且資

本密集不同於勞力密集之處主要在於資本的連鎖效果強，當勞力

可解雇時，資本卻顯較難，因為它緊密連動了其他行動者及系統

的技術設備 (Hughes, 1999a [1987]: 76-80)。再者，動量與自動

(autonomy) 的概念有所不同，因為動量的意義含攝了發明、發展、

移轉、風格、創新及成長等的社會建構特質，也就是這樣動量的

起源與增長並非類似科技決定論的看法，科技並不會自動地決定

社會變化，且科技動量蘊含還是可逆轉的可能性，而不同於自動

隱含的不可逆概念 (Hughes, 1994: 113)。另一方面，動量的概念仍

強調大型科技系統發展成熟時具有強的能動性及持續性，此與社

會建構論多以強調新科技「早期發展」階段時出現不同社會團體

型塑新科技物的現象有所差異，所以 Hughes (1986: 287-290) 以網

絡來概念化大型科技系統的社會建構特質。Hughes (1994) 認為科

技動量的概念介於科技決定論及社會建構論的中間，除得克服這

兩者的缺點外，更有效地解釋大型科技系統的建構。

三、大型科技系統的轉型

　　若干其他的研究則將 Hughes 的階段重整或重新認識後再予

概念化，對 Hughes 的科技動量之概念作進一步研究，特別是挑

戰他的系統穩定觀，進而指出動量是可逆的，並探索系統在什麼

情形下將會動盪。例如，Geels (2007) 在研究大型科技系統的轉

型 (transformation) 時，爭論科技發展應採多層次途徑 (multilevel 

approaches) 認識，亦即可區分原創利基出現 (niche)、治理制度形

成 (regime) 及外生環境刺激 (landscape) 等三層次，而大型科技系

統的轉變特別與治理制度形成相關。其中，有關治理制度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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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Geels 沿用 Van de Poel (2003) 的主張，側重大型科技系統的

社會功能及指導性的規則 (rules)，也就是治理制度不僅限科技物的

技術性規則，而更在於掌握社會功能及社會價值或原則的合法性。

　　我們可以發現本文前言所提全球各種大型科技系統，多在

Gökalp (1992) 當時定義或更早在 Hughes (1983, 1971) 主要個案研

究（如電力系統）的年代存續迄今。同時，也值得注意者則是系

統種類範疇的內容及個數雖都有成長，但種類本身仍不多。11 例

如，基礎交通設施的內容新增有高鐵、電力系統新增多種再生能

源途徑等，但大型科技系統的種類仍侷限在基礎建設、軍事設備

或產業設施等。近年較顯著的種類項目增加，可能有科學知識探

索設施等，惟基本上並不多。不過，在前述轉變概念的延伸下，

更值得注意者，則是許多早先存在的大型科技系統，其目的已隨

時代變遷而出現相當程度改變。例如，民間通信系統在當前全球

趨勢下，已發展至以數位匯流為主要目的，除通話服務外，更有

提供多媒體及金融服務的功能，甚至融合或侵入其他系統的目的。

像是這樣的大型科技系統隨時代脈絡更迭的轉變，未來應是發展

Hughes 相關理論的課題之一。

11　 審查人提出「大型科技系統現在似乎並不是全球少見，反而是幾乎無所不在的」
之意見，本文認同 Gökalp (1992) 見解，定義大型科技系統同時在組織規模及
影響範圍都相當巨大，因此少見。這種系統的種類雖不是很少，但也不多，許
多國家內通常僅有少種類及少個數的系統運作。例如，本文前言所指的基礎設
施系統、特定產業及軍事設施等。不過，因為它們的影響層面巨大，誠如審查
人所指般而感到無所不在。因此，「無所不在」與「全球少見」並不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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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型科技系統的文化脈絡
與其對社會變遷的型塑作用

　　Hughes 除了強調政經制度及社會環境對大型科技系統的影

響，而可將之認識為所謂社會建構物之外，他的理論也關切大型

科技系統與文化歷史脈絡的互動，而長時間地形成彼此相互演化

的關鍵因素。Hughes 在前述大型科技系統建構過程中的科技風格

階段涉及了這點，但限縮在新科技發展至相當程度後，再適應環

境而造成改變的作用，卻未指科技風格可能在更早的階段如發明

或創新時即具影響力。此外，有關已建構的大型科技系統與社會

間之互動，Hughes 的研究在科技風格方面也未多加著墨。不過，

Hughes 的這兩個觀點卻進一步啟發新學術研究途徑，特別在科技

史方面。其中相當著名者即 Hecht (2009) 透過對法國核能科技系統

發展的個案研究，解釋國家的文化思想及政治運作如何與大型科

技系統相互影響，除有機會早自 Hughes 所提的創新階段可見，並

還提出科技政治 (technopolitics) 概念，意指科技系統建構後得轉化

成一種新政治型態，使科技家 (technologists) 有機會取代傳統政治

人物而成為實質的政治行動者（以下第二小節詳述）。她曾提及

深受 Hughes 的大型科技系統理論所啟發 (Hecht, 2009: 8-9)。基本

上，Hecht 指出法國核反應爐設計不僅只是單一的科技物及科技知

識，還可連結到國家傳統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脈絡，且更深刻來說，

由科技性 (the technical) 來解釋社會性 (the social) 的能力，其實已

經可與從社會解釋科技的研究成果相提並論 (Hecht, 2009: 9)。

一、建構大型科技系統過程中的文化歷史脈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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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較深入檢視 Hecht (2009) 的研究，張國暉（2013：110-

111）評述 Hecht 如何追溯法國核能科技系統的建構脈絡，而建議

東亞科技發展史應可由此獲得啟發。她指出二戰後的法國亟欲進

行戰後重建，恢復以往強盛國力，因此法國領導菁英們重新思考

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角色，並特別希望透過工業、科技及科學發

展的政策達成此一目標。不過戰後法國科技家已更進一步透過參

與中央政府的政治，積極加入如何重現路易十四或拿破崙治下偉

大法國 (French greatness) 時代的討論。不同以往，戰後法國科技

家不甘只為政治人物服務，更質疑傳統政治人物的貪腐、不實及

無效率，所以他們除重新檢視自己的政治角色之外，更主張他們

的專業追求才是真正地具備法蘭西本質 (essentially French)，而政

治及科技之間的界線則應被抹去，由科技家直接主導政治及經濟。

簡言之，科技家的自我政治認同即是建築在批判傳統政治人物的

基礎上 (Hecht, 2001: 259-260)。Hecht 進一步分析，如果說政治人

物會建構出一個意識型態的法國，科技家的政治願景則是一個科

技發達的法國。未來的法國應是透過其尖端的科技，在二戰後取

得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不過，尖端的科技也不能是盲從的，不

能普通地追求一般先進國家所追求的科技，而必須是有特色的，

否則失去其作為一種文化表現的假設。「從今而後，法國之所以

能存在於世界的理由，即是在於法國人能用法國的科技及科學，

對人類文明的進展蝕刻下難以抹滅的巨大貢獻印記」(Hecht, 2001: 

260)。是以，科技物不再僅是科技物，而是再現政治及文化特質的

人為象徵。法國國家認同因此有不同的詮釋，而這詮釋的策略即

是科技家的政治性作為，因為如要界定何謂法蘭西認同，就必須

透過獨特的法蘭西科學及科技 (Hecht, 2001: 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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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Hecht (2009) 沒有形式地採用 Hughes 研究中有關大型

科技系統如何建構的各概念及過程，但實質上可發現她的研究顯

露科技風格的作用可能會橫跨好幾個科技發展階段。例如，基於

前述法國戰後脈絡，其中一個核能科技系統的發展者「法國原子

能委員會 (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 CEA)」在其開發

核反應爐前，慮及法國究應採天然鈾 (natural uranium) 或濃縮鈾

(enriched uranium) 為核燃料。CEA 後來選擇直接用天然鈾做為核

反應爐燃料，理由有二：第一，法國及其非洲殖民地即富有天然

鈾礦，況且自建新的濃縮鈾礦工廠來提煉天然鈾的成本著實太高，

而若從美國購買濃縮鈾又使法國必須仰賴美國的供應；第二，若

使用天然鈾進行核分裂，過程中將會產生可充作原子彈原料的鈽

(plutonium)，這正是 CEA 主事者所意圖在發展核電之餘創造的彈

性。CEA 希望所設計的反應爐能一方面替法國獲得生產能源的自

主權，另一方面又預留未來法國自行製造原子彈的可能。由是，

CEA 在 1953 年決定自行設計氣冷石墨反應爐 (gas-graphite reactor)

（張國暉，2013：112-113）。

　　相對於 CEA，作為另一個科技政體的法國國家電力公司

(Électricité de France, EDF) 也自行設計了另外一種核反應爐，其

設計目的純粹是為了發電需求。不過，EDF 畢竟只是電力公司，

較缺乏 CEA 的專業能力，因此前者反應爐也運用著後者的若干基

本設計，例如，EDF 也採天然鈾原料及氣冷石墨反應爐。但是，

EDF 的許多關鍵設計都與 CEA 不同。首先，EDF 的熱能交換機制

即與反應爐同在一個建築體當中（CEA 是分開的），以便快速有

效地擷取核分裂所產生的熱能。其次，燃料棒組的送取設計也沒

有 CEA 的複雜，顯示 EDF 希望每一個燃料棒組都能夠被竭盡地使

用，所以新燃料棒組只會在舊燃料棒組使用完畢，以及核反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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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運作之後，才會被送進爐中再啟動反應，以便榨取最多的熱

能。基本上，EDF 的反應爐設計反映了其政治價值，期待為法國

經濟提供最多的能源，藉此促進最大可能的經濟成長。而 EDF 之

所以會有經濟成長的政治價值，其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後來的 EDF

領導階層逐漸由經濟學家取代工程師 (Hecht, 2009 [1998]: 78-90, 

2001: 272-286)（張國暉，2013：114）。

　　以上 Hecht (2009) 有關核能科技系統建構過程的研究，呈現出

法國歷史脈絡對科技創新及發展上的影響，並不只是科技系統適應

環境的科技風格，而更是背景脈絡經轉化而深入地變成科技系統

的設計原則。在此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歷史及文化脈絡對

於科技發展造成影響的研究，並不起於或限於 Hughes 或 Hecht。

例如，新興的工程文化研究 (engineering culture studies) 指出工程

知識及工程師的專業認同，廣泛地聯繫著國家的歷史及文化系絡，

也就是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工程認同，不論是知識性或身分性的

認同，所以當工程師檢視他們的專業認同時，也是一種對他們歷

史及文化系絡的檢視，還有一種對他們國家認同再現 (Downey and 

Lucena, 2004)。因此，舉例來說，當法國工程師自 18 世紀以來發

展出以偏好數學知識及實驗操作做為建立工程知識核心時，美國

工程師則較強調如何利用廣袤自然環境資源而做出多數人可及的

實用設計，而這些專業偏好其實主要分別反應法國啟蒙文化及美

國共和政治的脈絡 (ibid.; Picon, 2009; 張國暉，2011b：162-169)。

除了以上工程文化研究從工程知識及工程師專業身份認同角度出

發而追溯其歷史及文化脈絡之外，亦有從政治及地域脈絡角度找

尋其與科技發展之間的互動聯繫，像是後殖民科技研究 (Fu, 2007; 

Anderson, 2002)，還有前言所提及的科技風險文化研究 (Batteau, 

2010; Tai, 2013; Hänninen and Laurila, 2008) 等。不過，若以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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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系統作為主要切入點，則仍以 Hughes 為關鍵及像是 Hecht 的

研究為累積，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目前來看，仍以歐美為主流，

但未來應有機會與工程文化及後殖民科技研究等領域交流，甚至

是支援，以發展更廣的應用及更深的比較分析。

二、已建構的大型科技系統對社會的型塑

　　除了前述歷史文化脈絡具有型塑科技系統之作用外，Hecht 

(2009) 另一方面也透過這個法國核能科技系統的案例，發現科技

系統及科技家如何反身地積極型塑政治，此即前述科技政治的概

念。簡單來說，科技政治是「透過科技的權力展現即是科技政治」

(Hecht and Allen, 2001: 14)。科技政治所指稱的政治，既不是政治

的另一種名稱，也不侷限於一般政治運作；而是特指政治目標的

達成，必須實質性地仰賴這些物質性及人造性的產物。科技的設

計不只要達成物質上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這些有效性會高度左

右現實政治目標的有效性。這意味著科技會發出特定的政治訊息，

而科技專家則藉此同時形塑兼具科技性及政治性的權威。這些專

家並不像是一般所認知的政治行動者，如政黨成員或社會運動人

士等。常恰好相反的是，他們常利用「科技或科學中立特性」的

說詞，主張他們的身份及行動是非政治性的。然而，他們基於專

業知識參加、組織、甚至是監督等那些看似極為專業的工作，卻

政治性地替他們自己或政治人物創造或侷限了特定的現實政治目

標 (ibid.: 15-16; 張國暉，2013：108-109)。

　　除了 Hecht 受 Hughes 有關「已建構科技對社會的影響」的啟

發，而發展科技政治的概念之外，其實有關這方面的議題也如前所

述的列入社會建構論及 ANT 發展的一個重要議題。例如，La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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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Callon 即曾強調科技的使用者及消費者是如何地再定義社會關

係，像是他們的同事 Madeleine Akrich 發現，工程師在設計一些社

會方案的程式或系統時，使用該程式者可透過工程師的系統語言

界定何謂公民 (Hecht, 2009: 351)。Pfaffenberger (1990) 更提出科技

戲劇 (technological drama) 的概念，描述科技製造者與消費者之間

反覆的回歸對話 (recursive dialogue)。這樣戲劇對話的意義，在於

科技的形成過程中，同時也會伴隨地創造出一種社會脈絡，進而

產生出具科技意涵的社會迷思或儀式，並再回過來合法化及強化

由科技所建構出來的政治目的及活動等（張國暉，2016：166）。

　　然若再深入針對 Hughes 的研究進行比較，在「已建構（大型）

科技（系統）對社會之影響」方面，社會建構論及 ANT 還有更接

近大型科技系統理論的概念發展。首先，Bijker (1999) 在 SCOT

受嚴厲批評之後，曾再提出科技框架 (technological frame) 的概

念，指出有些科技會發展至具有模範性 (exemplary)，接著它們會

再進一步地影響其他科技系統的科技與社會建構。與此呼應者，

還有許多社會建構論的重要研究強調許多新科技的發展其實往往

根基在現行科技的基礎上，而提出所謂（舊）科技塑造（新）科

技 (technology shapes technology) 的概念 (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 7-11)。其次，ANT 學者 Law (1999 [1987]) 曾指出科技系統

建構者的任務在於整合科技與社會條件，並也常需解構其他候選系

統，由此進一步主張「社會性」不能全然地解釋科技發展，其他「非

社會性」的工程知識或科技物本身，其實也應是關鍵要素（張國

暉，2013）。例如，Latour (1988) 提及一個 19 世紀巴黎打造地鐵

系統的爭議。由於當時巴黎市政府為社會主義者掌握，它擔心當

時幾個鐵道公司在未來右派贏得市長選舉，而掌控市內地鐵網絡

興建及營運，市政府遂將地鐵隧道大小設計成這些鐵道公司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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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都過不去。「市政府將其聯盟對象從法律及選舉，改為石頭、

土壤及水泥」(ibid.: 36)。Latour (1988) 及 Law (1999 [1987]: 114)

更由此延伸提出執拗 (obduracy) 的概念，指出無論是社會性或非

社會性的因素，都同等地會對科技物或系統的發展形成難以回復、

型塑限制及造成衝突。基本上，這些概念均內含科技發明有其脈

絡承襲之觀點，並強調科技系統具有型塑社會的發動能力，似頗

與前述 Hughes 的科技動量呼應。不過，彼此間仍有相當差異。

　　Hughes 及 Law 的觀點看似均貼近 Bijker (1999, 1995) 的科技

架構概念，基本上強調透過這樣的分析，某一科技（物、系統、

知識）型塑社會或後來另一科技（物、系統、知識）都是一種科技

社會性作用。這作用不只在科技軟硬體的延續，更重要的是社會

關係的新建構或重構，例如在身份認同方式、法令調整、制度改

變、行為影響、組織再造等方面。所有的關係應當同時是社會性

及科技性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Law (1999 [1987]) 特別強調

應對稱化科技物的能動性，亦即 ANT 更點出科技物或系統的知識

及實作的作用，可擔任非人行動者，進而發動一連串聯盟或組合

式的網絡作用。雖然 Hughes (1999a [1987]) 指出他的 technological

除了包含社會外，還有原 technical 所指的科技系統硬體及軟體，

但他所指的軟體並不若 ANT 深刻至本體論的批判，且對所謂網絡

概念定義有異，而未提出科技物與行動者對稱的層面。

　　若比較大型科技系統理論及 ANT 在「已建構（大型）科技（系

統）對社會的影響」的重疊層面，當前者蘊含且啟發了大型科技

系統與社會間互動關係可藉文化及歷史脈絡的長期觀察的知識，

後者對於科技本身（知識及實作）的能動性觀點極具啟發，各有

擅長及貢獻。當然，兩者如前述更共享了社會建構論一直以來從

SCOT 到科技框架所生產的資源，兩者並也一同創造及發展新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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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影響至其他領域。例如，Hommels (2005, 2008) 挖掘都市計畫

發展過程中科技執拗的現象，同時引用 Hughes 及 ANT 為理論依

據，指出大型科技系統如何限制發展可能性。科技系統從建構到

開始發揮功能後，也推升自身成為構成社會、都市及國家組成及

運作的常數。

伍、以大型科技系統角度探索移入
台灣之系統的幾個構想

　　以上 Hughes 的理論及其他學者的延伸概念及研究，經過比較

分析後仍可見其獨特處，基本上應有價值作為研究台灣大型科技

系統的一個基礎架構，藉以探索現代台灣社會、都市、國家、全

球化及在地打造大型科技系統等如何可能，並嘗試研究這些可能

的內涵及過程。其實，目前已有應用相關概念（如科技動量）探

索台灣綠色革命科技的精彩研究 (Lo and Chen, 2011)，不過應仍有

發展空間，特別是鎖定前言所列各種大型科技系統類型。除得加

以應用挖掘相關現象外，更需建構相關概念與現存理論對話及比

較。畢竟誠如前述，目前藉由大型科技系統理論之研究目前多集

中在歐美國家，其與其他國家相似系統之經驗以進行相關概念的

對話及比較應有學術空間。然而，本文還企圖想指出：雖將現有

大型科技系統理論應用至非歐美國家（如台灣）具有學術必要性

價值，但若有以下若干構想或能填補部分該理論欠缺非歐美國家

經驗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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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入的大型科技系統

　　首先，若綜觀前言所提當代各種同時具全球影響力及全球結

構性的大型科技系統類型，欲探索台灣這些類型的大型科技系統

之建構，應從 Hughes 所談的移轉階段開始。這主要是因為台灣這

些類型的大型科技系統之發明、發展及創新多欠缺本土科技及社

會脈絡的醞釀。對此，吳泉源 (2002) 曾對台灣的科技研究議題有

類似主張，他指出依台灣特殊的國家發展脈絡觀察，不應像西方

一樣以科技創新或科技生產／消費關係為核心，而更應以科技移

轉、大型科技系統或是基礎設施科技 (infrastructural technology) 等

議題作為研究的重心。不過，若再回顧檢視前述 Hughes 的看法，

仍有若干較細緻的啟發。例如，Hughes 所提的階段「不連續」及

「同時性」的概念值得注意，亦即雖然有些階段（如創新）看似

在移轉之前發生，但也可能會出現在移轉之後，甚或與移轉同時

進行。Chang (2015) 及張國暉（2011b）的高鐵系統研究發現雖然

對本土工程師來說，移入大型科技系統的基本原則最好是整體輸

出以確保系統整合及安全，但他們仍做出若干工程設計項目改變

（姑不論效果及正當性），更做出一些創新設計解決若干工程問

題。 

　　其次，Hughes 所提的科技移轉、風格、成長等階段主要涉及

大型科技系統如何因應時空環境，使其技術性更進一步與社會性

相互型塑，致系統的社會建構 (socially constructed) 特質更為顯著，

比起 Bijker (1999) 特別強調在創造階段還較深遠，而動量也因此

逐漸增強。但若依他的大型科技系統理論來看，相對於歐美（可

能包含日本）12 大型科技系統的社會建構特質，非歐美國家的社會

12　 有關日本大型科技系統的社會研究仍有待挖掘，但基於日本系統有其本土性發
明、發展及創新的獨特性特質，本研究推測其與歐美的發展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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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應需以社會構成性 (socially constituted) 加以認識及分析。亦

即，相當程度來說，非歐美國家如台灣的當代大型科技系統多移

轉自國外，其在發明、發展及創新等階段並不與在地社會共同建

構，但在地的科技風格等，可能更適合以社會構成共造 (social and 

constitutive co-production) 的觀點檢視社會與被移轉之大型科技系

統間的互動。

　　此處有關社會構成共造的概念，延伸自 Jasanoff (2004: 22-28)

的啟發。她以此來指稱從 STS 所進一步開展出來的科學及科技知

識的政治社會學研究，使傳統政治學與之共造後出現新火花 / 觀

點。若干 STS 學者如 Latour (1987)、Pickering (1995) 及 Kitcher 

(2001) 等，也都是對當代科學、技術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遭遇，提

出權力流動及價值分享的政治社會學分析（張國暉，2012）。因此，

正如傳統政治社會學早已是學術領域之一，大型科技系統亦是在

輸入前已發明、發展及創新等，而輸入國的本土脈絡如同原有學

術領域般，在面對新興科學知識社會學領域發展時，提供原有領

域（或系統）新的刺激及環境，進而有新的發展。

　　社會構成共造對研究移入台灣的大型科技系統有兩點啟發。

首先，國家研究應將大型科技系統的打造列為一個變項。自二戰

後以來，無論將國家做為自變項或應變項或中介變項的研究（黃

崇憲，2008），都未將大型科技系統的移入及打造列做國家研究

的變項，這應有學術空間。參照黃崇憲的框架，應有幾個受忽略

但值得注意的議題：一、系統打造與政權鞏固的關係；二、經濟

發展過程中是否值有系統打造的腳色，若有，系統腳色有何內涵；

三、當國家轉型時，專業團體如官方或民間工程師如何面對轉型，

他們又因此在自身專業領域上有何轉變；四、相較其他地方，台

灣的國家如何打造系統及其特質。以上幾點，涉及了威權體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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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展型國家理論、專業社會學、國家研究等傳統政治學及社

會學領域，而藉社會構成共造觀察，則科學與科技（如大型科技

系統）對這些學術領域的新刺激，應可能會擦出火花。以上這幾

個議題在下小節更多說明。

　　其次，回到以大型科技系統為核心，相對於社會建構來說，

社會構成應會帶給大型科技系統較多不確定或未知的共造及其對

社會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從 Hughes 的理論上來看社會建構所指

涉的系統與社會間之互動較具同時性，且更能長遠地溯自發明、

發展及創新的階段。例如，移入大型科技系統的台灣，在預期系

統帶來的功能及服務之外，並未參與先前的過程，使得社會建構

的共造欠缺移入國社會脈絡，又台灣即便在工程顧問的協助下，

仍可能會欠缺對自身需求與系統功能之間的配合性的足夠了解（張

國暉，2016）。13 再者，在未移入科技系統前，在地工程師所累積

實務經驗及歷來政策制度的運作，在台灣特別像是因現實資源框

限或過去慣習等在地社會構成特質，常會對科技系統的設計、規

13　 以台灣政府打造大型科技系統計畫為例，一般來說政府計畫依階段多具有可行
性報告、發展計畫、（綜合）規劃報告、環境影響報告、總工程報告書等，並
多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辦理。首先，可行性報告之目的在提供政府決策是否要興
建的參考，內如諸如目的能否達成（如興建某一捷運線能否解決交通壅塞及解
決多少等問題）、預算規模評估、政府能否負擔及如何負擔的評估、科技需求
等等。若政府內部對此項新建計畫並無足夠且充分幕僚人員（如工程師及財務
精算師等），多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辦理。若可行性報告經主管機關（如交通部
或台北市政府）評估同意，並再加入相關政策考量而製成發展計畫後，即送請
核定機關（如行政院）核定，若經同意核定即表示政府決定要進行該計畫。其
次，（綜合）規劃報告及環境影響報告等的內容，則主要是指政府將如何實現
該建設計畫，因此將包含較為細部的規劃，以捷運為例即包含車站位置、具體
路線、施工時週邊環境影響及維護、預算編制年限及年度規模、其他機關配合
事項等。至於決定興建後，承辦機關也多會委託顧問公司或自辦製作相關細部
工程設計需求報告 (engineering specifications) 等，要求營造廠商依從，而承辦
機關另也會製作相關營造監督報告供民意間度機關或外界參考。最後工程結束
後，通常承辦機關也多會委託顧問公司或自辦總工程報告書，仔細說明工程的
過程、評估、檢討及未來參考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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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或營造上衍生特定觀點及實作方式。例如，不論個人、組織或

制度，戰後常見較願（或受迫或兩者兼具）嘗試多科技子系統整

合，像軌道運輸系統（張國暉，2016，2011b； Chang, 2015）。

抑且，更還值得注意者，則是台灣雖沒有獨立發明或發展科技系

統而常見子系統混合現象時，還逐漸另有發展方向，而成為精於

選擇系統移入的專業業主，擁有一種具在地社會構成特質的系統

打造實作方式。當然，這種發展脈絡複雜、優缺點各具，在此難論，

且可用不同理論觀察之（除本文主旨大型科技系統理論外，前文

ANT 亦可能作為一種途徑）。總之觀察其發展脈絡，這些已成為

台灣常見的情形，不論是交由在地民間興建（如高鐵）或政府主

辦（如台北捷運）。

　　第三，Hughes 在大型科技系統的發明階段特別強調工程師扮

演關鍵角色，但隨著系統發展則逐漸降低重要性。不過，這樣的

觀察在歐美國家之外應有不同現象值得注意。例如，輸入及輸出

國的工程師或科學家應都在移轉階段時扮演重要角色，其中輸入

國雖未必擁有足夠專業知識及直接實作經驗，但以若干台灣經驗

為例 (Chang, 2015; 張國暉，2011b)，他們可能須密集進行吸收、

轉化或整合等工作，而輸出國則需在地協力才有可能建構大型科

技系統。因此，工程師或科學家的角色內涵及互動關係應不同於

Hughes 所觀察到的特質，且其重要性也可能不一定在系統發展後

期淡出，因為他們通常是少數的積極行動者，需持續地擔任中介

角色。若再以此延伸，也可能觸及在地專業團體的可能相當不同

的專業認同及知識累積等議題，而使系統移轉及後續發展出現不

同面貌。當然，這些只是其中一些可能性，本文想指出的是非歐

美國家大型科技系統的工程師應具若干不同於歐美工程師的一般

特殊性值得探索，而將研究關注鎖定在行動者本身，亦是回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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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 Law (1999) 等 ANT 的研究，使相較 Hughes 的理論來說，或

許 ANT（特別如林文源（2014）的弱勢行動者概念）也會是研究

非歐美國家大型科技系統的重要途徑。14  

　　第四，Hughes 提出了科技動量係大型科技系統成熟後達發展

終點時的核心特質，但誠如前述 Geels (2007) 及 Van de Poel (2003)

評論 Hughes 並未對大型科技系統本身的轉變多所著墨，相當程度

地挑戰他的終結觀及穩定觀。更早之前，Hård (1993) 也曾主張以

衝突途徑研究科技，進而挑戰 Hughes（還有 SCOT）的系統論。

基本上，Hughes 的大型科技系統雖受這些質疑，但也激發許多突

破性的研究與之對話，特別是在探討已建構大型科技系統如何轉

型，及其又會如何反身地對社會造成影響及哪些影響等議題上，

這些議題除如 Geels 及 Van de Poel 的研究外，還包括前述由「科

技性」解釋「社會性」的取徑 (Hecht, 2009)，或是都市研究上有

關科技執拗的相關概念 (Latour, 1988; Law, 1999 [1987]; Hommels, 

2005,  2008)。此外，若干 ANT 學者主要受科學知識社會學影響及

啟發，並與 Hughes 的研究相互支援，但也有以上相似概念呼應，

例如前述的異質工程 (Law, 1999) 及社會科技框架 (Bijker, 1999, 

1995) 等。基本上，有關大型科技系統取得科技動量而轉身變成一

種軟性科技決定論後，再反身對社會進行型塑的研究相當多樣，

有些可援引 Hughes（無論是由其延伸或對之挑戰），但有些自有

不同路徑探索相似現象。

14　 林文源（2014）的弱勢行動者概念係從台灣透析病患案例研究中得出，指出病
患們雖弱勢但卻具有相當的能動性，例如具備協助、補充、轉化、對抗及創新
等能力，使透析醫療問題得在醫療體制下被重新問題化、配置及再穩定等，進
而發展出位移理論解釋之。雖然與林文源的研究相較，行動者的身份顯然不同，
但台灣大型科技系統的工程師亦仍可藉由弱勢行動者概念出發，利用前述概念
以理解工程師們的視野、代言及再現等工作，使看似看不見的本土工程師，仍
具有相當決定性的行動力，進行型塑移入台灣之大型科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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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型科技系統與國家的互動

　　前述這些研究概念均應值得借鏡參考以研究台灣在地議題，

但卻有紛雜之虞。或許，我們可先換研究視角，改從考量本土脈

絡觀察起，再由 Hughes 的理論出發檢視在地的科技風格特質，而

找尋究竟哪些概念及途徑在研究台灣大型科技系統時更為適切。

前述吳泉源（2002）在建議台灣科技研究的重心可放在哪些議

題時，他主張的出發點係基於台灣特殊的「國家」發展脈絡之考

量。再者，有關台灣的科技研究認識上，張國暉（2011a）在評述

SCOT 在東亞及台灣社會脈絡下對科技研究議題的啟發時，也建議

「國家」也應被作一種相關社會團體，透過探索其與其他國家對

某個科技的共識及衝突，還有理解其本身內在的社會結構性特色，

也會是一種適當的 SCOT 取徑，特別是在指涉國際科技移轉的脈

絡當中。此外，許多在地 STS 研究，雖非以大型科技系統或科技

物為主要研究標的，但也不約而同指出國家的重要性及關鍵性。

大致來說，這些建議及研究並不例外於許多重要的台灣社會學議

題研究途徑及發現，諸如產業及經濟發展、語言及教育、社會福

利、公共衛生、勞健保及災難治理等，台灣科技研究的議題中所

謂的國家也常扮演了主要、甚至是支配角色，這應是一個基本研

究視角。

　　然而，在科技研究議題上，特別是有關大型科技系統的研究，

國家究竟曾扮演什麼角色？ Hughes (1983, 1999b) 的研究曾提出了

許多公部門管制、教育、研發、投資、與民間協力等的觀察，多以

指向政府為主，少見以國家為名。這也反應了 Hughes 同 ANT 均

認為政經制度及社會環境對科技發展的影響力，即便 Hughes 也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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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文化及歷史脈絡的因素，但未太多著墨，而由其他科技史學

者如Hecht (2009)開拓。當然，政府與國家有相當重疊的指涉範疇，

但應仍有相當差異。就此，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 13-16)

在評論科技與社會的互動研究時，指出除了傳統的經濟關係之外，

他們也提及國家 (state) 也是一個與科技互動的重要社會制度。例

如，國家的許多軍事職能需求常有衍生及型塑特定科技系統的普

為人知例子，如核能電廠（武器）、航空運輸及電子網路資訊等

系統。此外，他們也提到另一個有趣的文化因素例子：當 18 世紀

英國正努力發展如何降低勞力使用的機器設備時，法國重商主義

者卻認為越是勞力密集的工作越該採行，因為讓眾多工人留在城

裡並將產品外銷出去才是所謂製造的真諦。因此，除了國家「政

府職能」（特殊者如軍事，一般者如前言各種大型科技系統的功

能）具有型塑大型科技系統的可能性之外，其歷史、社會、文化、

甚至是意識型態的「在地脈絡」也發揮作用。前述 Hecht (2009) 研

究法國核能科技與國家認同間之相互型塑關係，即是一個實例指

出國家與科技系統彼此互動的經典案例。

　　就此，在反覆觀照Hughes大型科技系統理論的科技風格內涵、

Hecht 的科技政治概念及 STS 的國家角色可能性後，台灣脈絡下的

大型科技系統研究應可特別關注國家的「政府職能」及「在地脈

絡」兩方面，並由此探索國家與科技系統之間的種種互動。亦即，

國家同時含攝 nation 及 state 之意，前者主要意指國族，論及歷史

與文化脈絡，而後者主指政治機制，如政府（含立法及司法部門）、

行政官僚及政策等，但以行政體制為主。15 為求分析方便，這些互

15　 例如本文第五章第一節的第二點，特別如腳註 13 所提，還有同節第三點所提
的工程師，都以指涉行政部門為主。不過，還是必須視個案脈絡，才能一一指
出行政、立法、司法等部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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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可研究議題或可分為政府治理、國家脈絡特質（政府職能除

外）、大型科技系統等三範疇的關係，而得較為清楚及系統性的

呈現台灣大型科技系統的研究議題，如下所述各點。其中，政府

治理主要涉及政策性的規劃、執行及評估等，國家脈絡特質則是

有關文化及歷史的在地特殊性質，例如前述 Hecht (2009) 所談的國

族認同及 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 所指的文化或意識型態。

（一） 政府如何治理大型科技系統的移轉及其後續，包括財務預

算規劃、專業團體投入、過去打造經驗、各種營運模式（像

是BOT）16、風險治理等議題。部分這些議題已有相關研究，

如 Chang (2015) 及張國暉（2011b, 2015) 探索台灣交通技術

官僚的高鐵系統設計政策變遷如何從專業依賴、引進競爭、

企圖自主及政府施予治理政策的過程，但未來仍有相當空

間。

（二） 政府職能之外的國家特質如何影響大型科技系統，如在地

文化、社會或產業等既存結構剛性。這些研究像是Tai (2013)

探索工程實作的本土軍事文化脈絡衍生出對飛機維修工作

的便宜行事，造成華航澎湖空難；或是互助營造（2012）

研究本土營造產業特性，其中有些特性（如戰後形成「公

營主導、私營附從」的營造業生態）在打造大型科技系統

經驗中，造成技術升級遲緩的影響。

（三） 國家的政權特質。這項特質亦屬前項的既存結構之一，且

與政府治理體制緊密聯繫，但可能涉入及影響較廣及深，

如第四節 Hecht (2009) 的研究，因此獨立說明。基本上，大

16　 意指從交由民間「興建」到民間「營運」再到「移轉」政府 (build-operate-transfer, 
BOT) 的建構模式，此外亦有 OT 或 BT 的模式。目前台灣採 BOT 方式打造大
型科技系統的案例如台灣高鐵。



132　  科技、醫療與社會　第 24 期

型科技系統的功能雖多以經濟性為基礎，但亦因此產生政

治合法性的作用，有時這些作用對台灣大型科技系統的打

造可能更具決定性。例如，在威權時期得藉啟動大型科技

系統的打造以鞏固既有政權，無論是透過資源分配或政治

宣傳的手段（張國暉，2011b）；民主轉型時可配合政治策

略型塑或重構政治認同 (Chang, 2015)；民主化後，因大型

科技系統的規模影響力，更有利在國家的社會及經濟部門

當中，成為政權分別汲取選票及資源而藉以作為爭取 / 維持

執政權的有效工具。因重疊性高，大型科技系統的經濟性

及政治合法性功能難劃分，故國家的政權特質應常與前兩

項的政府治理及其他國家特質相互交纏，但誠如前述諸多

台灣社會議題，政權特質通常居核心地位而較具顯著影響

作用。

（四） 大型科技系統如何影響政府治理體制而帶來的變遷，例如

它們得重塑或牽引農產業發展 (Lo and Chen, 2011)，或是改

變既有預算體制以因應長年期龐大預算支出（像是特別預

算制度在過去 30 年常是大型科技系統如捷運的「經常」預

算制度）。

（五） 大型科技系統如何影響政府職能之外的國家特質。這樣的

研究議題諸如新社會秩序及文化的興起或重塑，有關這方

面的研究像是李安如（2009）、董建宏（2007）及王志弘

（2002）指出捷運塑造出新都市及科技文化等。

　　基本上，Hughes 大型科技系統理論的「科技風格」及 Hecht

的「科技政治」應可做為研究台灣大型科技系統的關鍵啟發概念，

而台灣的國家特質則是佔有相對重要的要素，甚至應作為主要的

科技與社會之互動場域。然而，以上這些層面似難周全，例如市



大型科技系統理論之評析：兼論探索移入台灣之系統的幾個構想  　133

場制度在 1990 年代之後應已浮現為重要因素，不過在朝向直接套

用 Hughes 的理論架構前，以目前台灣的科技研究來說，相對於其

他社會制度，國家應仍擔任最主要角色或發生場域，無論是在打

造大型科技系統上，或是大型科技系統成熟後對在地社會制度影

響、型塑或衝擊上。此外，以上層面雖有些已有在地研究，但可

能較為間接或鎖定在特定科技系統上，似乎有機會建構以國家為

核心的一般性大型科技系統概念、甚至是理論，而與 Hughes 及其

相關研究進行對話。

陸、結論

　　目前有關大型科技系統的研究相當具有跨領域特質，不同專

業各有不同角度切入而各可獲得獨到的觀察，但若僅採單一專業

或研究角度來對大型科技系統的認識及分析卻嫌侷限。Hughes 的

研究強調建構科技系統時與社會的長期緊密互動歷程，由發明以

迄科技動量形成軟性科技決定論，發展了以大型科技系統本身為

主軸的一般性研究理論，可結合其他專業及研究視角，而理解及

探索大型科技系統不同特定面向之間的關係。雖然 Hughes 僅隱

約提及成熟大型科技系統會與歷史及文化脈絡彼此共同型塑，但

Hecht 的研究已進一步深化而可做借鏡。依此連同 SCOT 及 ANT

傳統，進一步地啟發由「科技性」探索「社會性」的研究途徑，

特別是在本土脈絡與科技系統如何互動，以及它們又互動出什麼

新現象的層次上。基本上，Hughes 的研究具有一般性及啟發性，

應可為研究台灣大型科技系統提供理論綱本之一，並依此更深入

做出一些貢獻在探索台灣社會、都市、國家或全球化如何可能，

還有這些可能的內涵為何等重要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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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Hughes 及其延伸的相關研究目前卻多以歐美大型科技

系統為主，我們應有必要投注較多心力在檢視及挖掘台灣科技研

究的在地脈絡內涵。Hughes 及應用大型科技系統理論之相關研究

對所謂在地脈絡的概念及方向其實已有著墨，但尚缺更進一步的

內容充實，而這方面即有待本土研究的投入。基本上，台灣的科

技研究議題與其他社政經議題的研究共享同一在地脈絡，若干關

鍵行動者、互動關係及社會制度等在不同議題上多會發揮或觸發

核心作用。其中關鍵者應為國家，特別是政權及其轉型更迭的脈

絡特質，對於大型科技系統的建構及其建構後與之互動的種種現

象，應可為探索台灣大型科技系統的重點。此外，若干特定政府

治理及文化脈絡的在地特質，會如何對大型科技系統與台灣本土

社會互動的產生作用之相關研究，亦應獲得關注。

　　最後，雖然 Hughes 的研究具有一般性及啟發性，目前卻少有

非歐美國家經驗的應用，也因此可能有理論性的對話空間待開發。

若依現有對台灣大型科技系統的研究觀察，可發現有幾個面向或

許跟 Hughes 的研究有些較為顯著的差異。這些面向主要係因在地

社會與大型科技系統的互動多始於移轉，使得歐美國家科技系統

的社會建構性特質需調整以社會構成性來認識。這並非意指台灣

打造大型科技系統歷程較不具社會建構性，而是科技系統與社會

制度之間的互動，相對來說較欠缺磨合過程，畢竟移轉前的諸多

歷程多未有本土脈絡的實質參與。然而，大型科技系統移入之後

即需有較長時間與在地社會調適，甚至出現若干前所未有的不確

定或未知的互動問題有待解決，當然部分的這些問題解決也包含

本土工程所貢獻的創新。再者，工程師的角色在台灣移入大型科

技系統以迄成熟的過程中，也可能有較長階段的扮演。他們不僅

只在移轉期間被賦予轉化及調和工程知識及實作的工作，更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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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繼續擔任營運及制度規劃等與社會緊密互動的任務，這樣的發

展究竟帶來什麼新現象，以及工程師能動性的範疇與種類究竟有

何等，均亦值進一步研究。非歐美國家經驗的大型科技系統研究

可採用 Hughes 及其延伸研究的理論（如 Hecht 的科技政治）探索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但這些經驗也確許多有不同處，並可啟

發與現有之歐美研究做進一步的理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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